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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北美 “新清史” 学派扭曲中国的一条最主要途径

就是遵循拉铁摩尔的思路, 将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歪曲误读为一个保留

了旧式帝国政权结构的国度, 因而认为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表面上

鼓吹的带有虚伪性的 “民族自决” 思想格格不入; 与之类似的政治构陷手

段也见于像卜正民这样的学者的著述中。 而那种借助拉铁摩尔来为 “新清

史” 进行辩护的论说恰恰没有注意到前者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性, 即始终

不曾承认中国从历史到当下一直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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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新清史” 学派的各位学者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无疑

有着更多的共性。 这即如他们普遍认为清朝不等于中国 (China), 而满蒙藏

等 “内亚族群” 更不能被等同于 “中国人”, 因此在他们的用语界定中, 所

谓的 “中国人” (Chinese) 往往仅相当于我国的汉族。 也就是说, 他们绝不

认为完整意义上的 “中国人” 是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 因此

从学理上而言, 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 “新清史” 的貌似新颖之处恰在于这

一学派运用了所谓 “内亚” 的理论对清史做出了 “新” 的阐释, 但这种新

解多有泛化主观之处, 体现在其经常将原本只是地理概念的 “内亚” 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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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政治层面, 并虚构出一个 “内亚族群” 与 “中国人” 相互对立排斥

的二元冲突模式。① 此外, 笔者在拙著中也曾指出, “新清史” 学派发问的

一大议题正是作为 “帝国” 型政治体的清朝在 1912 年寿终正寝以后, 其原

有疆域内的各大地理—族群板块究竟是应该各自独立, 还是被重新统一在现

代中国的名义之下? 而 “新清史” 学者群体给出的预设答案恰恰是前者,
因此对推翻了帝权的共和体制下的中国对西北广袤边疆的主权行使持有明显

质疑的立场。②

与之显然不同的是, 也有国内学者在为 “新清史” 学者进行辩护时,
强调该学派只是积极追随并发扬拉铁摩尔 (1900—1989 年) 的学术思想,
将 “内亚资源” 置于正面和积极的地位上予以评价, 因此主观上实无冒犯

中国国家主权的不良政治意图。 而拉铁摩尔本人则被描述为一位始终致力于

从中国历史中发掘 “内亚性” 以矫正 “中原中心主义” 或 “汉化论” 的学

术上的有识之士, 并且在政治上还是一位始终尊重同情那些弱势边缘人群的

醇正君子。 由于拉铁摩尔在其著述中花费了一定的篇幅论述内亚游牧—绿洲

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故而这种申辩确有诱人之处, 容易让中

国读者出于对拉铁摩尔学说的共鸣进而认可 “新清史” 的基本理念。 而以

往批评 “新清史” 的国内学者虽详于对拉铁摩尔学术理念的梳理, 却忽视

了对其学说背后的他本人政见的考察, 因此不能不说这种批评尚未很好地回

应前述借重拉铁摩尔来为 “新清史” 所做的辩护。 之前其实已有个别学人

对拉铁摩尔内亚史观的政治背景有所质疑, 谴责其开创的关于中国边疆的地

缘政治学实际上主张以长城等为界分裂中国, 不仅映射出彼时的西方列强试

图拆解中国的不良政治意图, 而且在当下蜕变为西方某些国家炮制分裂我国

边疆的舆论的学理来源。③ 可惜此说尚未就拉铁摩尔的具体著述展开深入解

读和严密剖析, 以致事实上遭到了国内史学界的全然忽略。 有鉴于此, 本文

将集中讨论深嵌在拉铁摩尔内亚史观中的政治见解, 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澄

清其对 “新清史” 政治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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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相关著述看 “ 九一八 ” 事变后拉铁摩尔的

政治观点

首先引起笔者关注的是拉铁摩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一篇学术文

章。 在展开讨论之前, 有必要先就当时远东的国际政治背景略做介绍。
在实为日本傀儡的伪满政府成立前后, 中国东三省的未来政治命运已成

为远东国际政治领域的首要讨论话题。 应民国政府的正式要求, 国联组织在

“九一八” 事变爆发的次年向东北地区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国际调查

团, 并在当年年底提交的调查书中承认了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领土的基本事

实, 同时敦促中日双方都从东北地区撤出武装力量, 以实现由英法等老牌欧

洲列强既排挤日本帝国主义, 又取代中国政府 “暂时管理” 该地区的政治

意图。 结果这种圆滑的两面派做法彻底激怒了坚决排斥其他外国势力染指东

北地区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 故后者把持下的日本政府很快在 1933 年 3
月底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而始终没有参加国联的美国在处理同日本及伪满的

关系上则奉行了更具两面性的 “史汀生主义”: 一方面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

义国家保持政治立场的表面一致, 承诺不与伪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另一方

面却取得了日本在表面上承认 “门户开放” 原则继续适用于东北地区的保

证, 因此又与伪满方面保持着相当密切的经贸联系, 并从中获取可观的经济

收益。 这种实用主义虚伪做法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在此期间与

伪满的贸易总量较以前奉系军阀盘踞东北时期还有明显的增长, 以至于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成为伪满的第三大对外贸易对象, 仅仅名列日、 德之

后。① 正是在美国政府采取这种缺乏道义关怀的实用主义政策的背景下, 彼

时业已常驻中国并参与 《太平洋事务》 期刊编辑的拉铁摩尔,② 在 1934 年

出版的一本英文论文集 《东方帝国》 中发表了一篇没有提供任何注解和参

考文献的概论性文章——— 《中国与外夷》, 清晰地阐述了他对相关问题的立

场与看法。③

作者开篇即从 1931 年以后东北地区政局变化的现实切入, 以此概述其

关于民国以后中国边疆问题产生原因的基本观点。 最值得注意的是, 拉铁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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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此文关于东北地区历史的叙述, 显然与稍早时候李顿代表团承认中国在东

北地区的主权有其历史根据的报告结论 (缘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傅斯年和

李济等中国学者的观点) 存在明显的距离, 反倒更为接近作为 “九一八”
事变肇事者的日方的基本主张。 拉铁摩尔武断固执地认为, 英语的 “中国

人” (Chinese) 一词并不能用来涵盖中国边疆地区的满蒙藏以及新疆说突厥

语的各族, 后者都属于 “非中国人” ( non-Chinese), 因为他们不仅在种族、
语言和文化上有别于 “中国人”, 而且在传统和民族感情上都有明显的 “排

斥中国人” ( anti-Chinese) 的倾向———至多只有满洲人由于长期受到中国人

的同化而稍显例外———所以 “满洲” (即东三省)、 蒙古、 藏地、 新疆这四

大边疆区域其实并不处在 “中国” ( China) 的地域范围内。 而在此前的清

朝, 上述边疆区域和 “中国” 共同属于 “满洲帝国” ( the Manchu Empire)
的组成部分, 因此 “中国” 与 “满洲帝国” 并不完全等同或者重合。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在满洲人是否已经被汉人同化的议题上略有分歧, “新

清史” 关于 “中国” 的地理空间不包括内亚, 以及 “中国人” 的对象范围

也不包括各大内亚人群的叙述明显与拉铁摩尔的观点雷同,① 不仅如此, 关

于柯娇燕以外的其他好几位 “新清史” 学者频繁使用的 “满洲帝国” 一词,
我们也在拉铁摩尔此文里找到了来源。 此外, 正与濮德培曾刻意用 “ (支

配) 中国的帝国” (Chinas empire) 而非一般英语学界常用的 “中华帝国”
( the Chinese Empire) 来指代 18 世纪疆域达到极盛的清朝并规避其 “中国

性” 相似,② 拉铁摩尔早已将辛亥革命的推翻对象煞费苦心地称为 “在中国

的满洲帝国” ( the Manchu Empire in China), 并且先于当下的这些 “新清

史” 学者, 他同样认为清朝的统治结束对这些内亚人群来说, 意味着由此

得到 “政治解放” , 并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结成互不依赖的全新政治关系。
然而, 令拉铁摩尔和 “新清史” 学者不满的是, 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民国

政府很快表现出某种 “旧式帝国” 的特征, 以致采取政治手段极力将这些

原为清朝边疆的地区也揽入中国的怀抱。 显然, 二者的雷同至少暴露了其

共享如下的政治观点, 即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应涵盖所谓的内亚地区及其

人群。
不仅如此, 拉铁摩尔还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承认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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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边疆地区的主权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分析其历史原因。 就此而言, 他认

为自 1842 年的 《南京条约》 签订以后, 遵循条约体制而同清政府打交道的

西方列强往往在外交实践中分不清 “满洲帝国” 与 “中国” 之间的实质区

别, 经常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遂导致概念的混淆不清, 最终造成在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 列强普遍没有对其声称有权继承原先清朝统治下

边疆地区的政治诉求加以抵制。 他随即从经济上分析了列强采取此种政策的

原因, 即西方国家默认一个疆域比先前大得多的全新的 “中国” (拉铁摩尔

认为民国时期的 “中国” 名义上的疆域比历史上王朝时期的 “中国” 膨胀

了近一倍) 出现, 完全是因为自身的经济私利, 试图以此使自己投资和剥削

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此点当然纯属他个人的主观臆测———所以列强才

最终认可了民国政府 “杜撰” 出的囊括从西伯利亚边缘直到西藏的清属内

亚边疆的疆域。 随后, 拉铁摩尔预测说, 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将会是未来整个

20 世纪内相关地区陷入持久动乱的根源。 这一点也可以视为他对 “九一八”
事变爆发根本原因的背景性阐释。 更令人惊讶的是, 濮德培在 1998 年发表

的文章中同样认为 1912 年后的现代中国由于基本继承了清帝国的全部疆域

与臣民, 故而恰恰代表了 “最近一千年来整个中国帝制历史的顶峰”。① 由

此可见, 尽管两人发表的文章具有一个甲子以上的时间差, 但在现代中国具

有 “帝国性” 并且其领土面积反而相较 “历史上的中国” 大有增加这两点

上完全一致。 显然, 这种一致性产生的根本原因便是两人均荒谬地坚持认为

中国的领土只应包括长城以南和青藏高原以东的所谓 “内地”, 同时民国之

前的清朝并非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而只是既统治中国又统治内亚的一个外

来政权。 因此, 两人才会深感历来被视作积贫积弱、 主权难伸的中华民国反

倒促使中国的领土实现了 “空前的扩张”。
《中国与外夷》 的另一主要观点是清朝瓦解之后的远东政治格局系由民

国政府代表的中国、 沿海岸线进行渗透扩张的外来帝国主义 (包括日本)
和远离海岸线的本不属于中国的内亚边疆民族三大基本力量相互作用而成。
在拉铁摩尔看来, 中国固然饱尝帝国主义侵略之苦, 但又利用其尚可控制海

岸线的交通优势, 从列强那里得到了先进的军火, 并引入了作为工业科技成

果的铁路修筑技术。 相反, 内亚边疆地区由于普遍距离海岸线较远, 故而在

同西方打交道并获得西方军事及工业技术方面处于更为闭塞的境地。 结果民

国政府遂利用先进西式军火和铁路修筑的技术手段, 积极推进在内亚地区的

“殖民活动”, 最终形成了 “次生型帝国主义” ( the secondary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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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迫模式, 尤其是一旦中国在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博弈中利益受损, 就必然

会通过加大对这些边疆地区的 “殖民统治” 力度以求尽量转嫁损失。 民国

成立以后先后在边疆多地致力于推广省制就是拉铁摩尔找到的所谓证据。 为

了结合 “九一八” 事变的实例说明其观点, 他在文中竟然杜撰称, 除了在

南满地区的少数历史比较悠久的飞地, 几乎所有中国人向长城以外的 “扩

张” 与 “殖民” 都发生在此次事变以后的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年) 以降。
这当然纯属颠倒黑白, 因为即以东三省而言, 汉人的移入在日本入侵之前已

大量出现, 甚至可以上溯到 18—19 世纪。 事实上, 早在 1842 年, 俄国人通

过对东北人口的估算, 就已经发现当地的 “中国人” (其实仅是汉人) 和满

洲人之间的多寡比例竟然接近 50 ∶ 1。①

更何况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看, 边疆地区固然远离海岸线, 却往往比

内地更早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觊觎对象, 这即如英国对西藏事务的染指以及

大力拉拢西藏地方政府, 推行实际上 “去中国化” 的各种活动, 包括直接

以英制军火供应藏军等。 同样, 沙俄和日本的势力也企图深入满蒙地区, 体

现在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即着手侵略控制所谓的南满地区, 而沙俄则在辛亥革

命后扶植割据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成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并帮助后者实现

名义上尊重中国的 “宗主权”, 实质上却与独立无异的所谓 “高度自治”。
至于西北的新疆, 更是长期成为英俄两国相互竞争、 彼此都试图染指的地

区。 因此, 从当时的政治状况观察, 拉铁摩尔的上述观点恰恰是完全不能成

立的。 对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实竟然视而不见, 这恐怕只能归咎于他实在是太

想证明自己关于边疆地区系中国 “次生型帝国主义” 的受害者的论点了。
正是在 “九一八” 事变之后, 他的这种不认同东北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观

点在发表后很快便受到日本御用学者的关注和欣赏, 以炮制 “满蒙非支那

论” 而臭名昭著的矢野仁一立即在其煽动分裂中国边疆地区的时评文章中将

拉氏学说奉为圭臬, 不厌其烦地予以整页引用。② 这当然源自两人在政治观

念上对中国疆域范围和民族构成的主观界定基本相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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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指出, 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这种 “去

中国化” 式的描述在此之前业已体现在其对民国时期新疆政治局势的分析

中。 简而言之, 他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地区已经基本沦为了两个具有

“帝国雄心” ( the imperialistic ambitions) 的种族相互竞争的空间场所, 二者

分别是十月革命后试图重建帝国权威的苏维埃政权下的俄国人和这一时期开

始在新疆推行 “中华帝国主义” (Chinese imperialism) 的中国人。 只因双方

在新疆的势力达到了某种平衡, 故该地的局势表面上暂时处于缓和的状态,
这体现在中国一方通过默许苏俄在新疆的经济扩张 ( economic expansion) 以

换取对该地的 “中国统治” (Chinese dominion)。 而在这一部分评论的最后,
他又试图勾勒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作为对全文的总结, 也便于以更加煽

情的方式打动英语读者。 此即拉氏刻意渲染的中国人在天性上就具有支配别

人精神的观点, 在他的笔下, 中国人竟然被描述为一个由扩张主义者构成的

民族 ( an expansionist people) , 他们的扩张只有在遭遇装备更加精良的其他

扩张人群时才会止步。 因此, 如果像当时西方流行的绝大多数出版物那样,
将中国人刻画成一个由于深陷冥思而缺乏行动活力的民族, 则纯属虚构与误

导。 取而代之的是, 西方世界应该高度关注 “中国式的强权 ” ( Chinese
power) 一直致力于在广袤地区中实现其统治, 并试图将其在这些地区频繁

接触的其他所有种族皆打压为不平等的被统治对象。① 这类带有种族主义色

彩的观点被认为来自他在哈佛大学非正式求学时期受到的该校人类学家的影

响,② 并进一步与他一直持有的 “中国疆域不应涵盖内亚边疆” 的认识理念

相结合, 从而将一种极不真实的 “中国潜在威胁论” 传导给西方读者。 有

必要指出的是, 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下, 那时的旧中国早已被西方评论者贴上

了保守、 停滞、 愚昧、 尚待 “文明教化” 等标签,③ 这与拉铁摩尔提醒西方

世界警惕中国人的 “天生扩张性” 及中华民国正在实行 “帝国化扩张” 的

态度可谓全然相反。
正是因为拉铁摩尔抱有内亚边疆宜 “独立” 于中国之外的观念, 所以

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出版的 《满洲之地: 冲突的摇篮》 中对伪满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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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折射出一种相当奇怪的矛盾性。① 一方面, 他无比清楚这个畸形怪胎完

全是热衷于对外扩张的以关东军中的好战分子为核心的日本极右翼军国主

义者一 手 策 划 的 产 物, 因 此 明 确 指 出 其 在 社 会 层 面 具 有 极 端 反 动 性

( Socially, it is reactionary in the extreme) ; 另一方面, 他又不认可中国在历

史上对东北地区拥有的主权, 并试图从学理层面为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辩

护。 具体来说, 他认为在民国之前的清朝, 东北地区仅仅是 “满洲帝国”
的统治区域之一, 并非 “中华帝国” 的领土。 至于满洲人在 1644 年的入

关及其定都北京, 在拉氏看来, 既不意味着东北地区由此被并入中国, 也

不代表统治权力中心的转移。 入关以后的清朝仍然是一个主宰者为满洲人

的帝国 ( It was still a Manchurian Empire) , 但又不局限于此, 因为清朝同时

还逐渐成为一个 “中华帝国” ( it became also a Chinese Empire) 。 而满洲人

此后 实 施 统 治 的 地 域 空 间 既 涵 盖 了 地 理 边 界 较 为 明 确 的 “ 满 洲 ”
(Manchuria) 、 “中国” [他选用的是 China 而非 China proper ( “中国本

部” ) ] 、 蒙古 (Mongolia) 三大区域, 又延伸到地理边界不够清晰的藏地

( Tibet) 和 “中属突厥斯坦” ( Chinese Turkestan) 。 这五大区域彼此互不统

属, 以 “中国” 和 “满洲” 为例, 既不能说 “中国” 构成了 “满洲” 的

一部分, 也不宜反过来断言 “满洲” 已经附属于 “中国” 。 因此, 清朝对

上述不同区域的统治折射出其具有某种联盟制帝国 ( a kind of federated
empire) 的特征, 只能说这五大区域共同处于 “满洲帝国” 君主的治理之

下。 正是按照其以上阐述的这套论辩逻辑, 拉铁摩尔再次强调了不宜将其

他四大区域看作中国固有领土的论点, 而他对上述清朝联盟制政权特征的

臆测也同 “新清史” 学者将清朝定位为 “去中国化” 的 “同君联合体” 或

“星座型国家” 相去不远。②

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府, 拉铁摩尔在此书中猜度它总是在两条政

治道路的选择上徘徊不决: 一条道路通向类似清朝这种传统的联盟体制,
借以凝聚以上不同空间区域的诸多人群; 另一条道路则指向西方现代观念

中的那种国家与主权严密对应的政治模式。 随后, 他又进一步臆测称, 由

于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 时下的中国人天然倾向于将其他地理单元下的人

群均看成中国之臣民 ( subject) , 但实际上正如中国人的民族性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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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y) 业已定形那样, 同样在政治上表露出类似民族性 ( nationality)
的人群至少还有蒙藏两族。 最终, 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这种中国与内亚边

疆地区互不统属的观念, 导致了其对伪满政权不仅批判立场极不坚定, 而

且竟然还表现出某种同情的倾向。 拉氏认为, 就东北本地的历史依据而言,
“满洲国” 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触碰当时政治秩序的底线。 而且

在他看来, 这一暗示中国的边疆地区应该继续分裂的 “原则” 还应当施用

于蒙古民族。 针对 “九一八” 事变之后日本和伪满又得寸进尺地图谋侵略

热河等广大关内地区的紧张时局, 他预测未来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将再分裂

出一个 “华北国” 并可能出现两种政治前景: “华北国” 如果和日本联合,
那么自然意味着将要沦为后者的殖民地; 相反, 如果它只是和 “满洲国”
组建联盟, 那就不啻两者最终会结合成彼此互不统属却又共享主权的合众

国式政体模式 ( the organization of State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but under a
common sovereign) 。 以上荒诞的政论主张对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来说无疑

是极其有害的, 这使拉铁摩尔实质上已经走向了当时正在抵抗外侮的中国

人民的对立面, 从中暴露出一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

益深重的现实环境下, 竟然不顾基本的道义是非, 依旧对中国的幅员辽阔

与文化多元抱有某种不健康的心态。 拉铁摩尔并不希望看到中国依靠自身

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 而是一厢情愿地幻想, 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 唯有

实行一种比美国的合众国联邦制更加松散, 以致内部处处充斥着独立性的

邦联体制, 才契合中国的 “政治现实” 。 这显然和当下欧立德等 “新清史”
学者极力鼓吹中国应该放弃或者虚化对内亚边疆地区的国家主权大 同

小异。①

拉铁摩尔关于东北地区性质和地位的此类看法也见于他在同一时期发表

的有关论文。 例如, 在 1933 年发表的 《东北的未知边疆》 中, 他就日本和

伪满将侵略范围扩大到东三省之外的热河并在其部分辖区内设置非法的 “兴
安省” 发表评论, 认为这种扩张反倒给原属热河的昭乌达、 哲里木、 卓索图

三盟的民众带来了改善际遇的希望, 因为之前他们的命运是要么由于 “中国

人” 的统治而陷于 “灭绝” ( extinction), 要么就不得不面临 (类似) 外蒙

古社会革命的前景。 他还认为, 这些民众为了争取自身权利需要反对的三大

对象分别是贵族、 宗教势力以及 “中国人”, 而伪满实行的 “亲蒙” 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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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恢复自身的地位来说是有益的。① 此后不久, 日本在这一地区对我国少

数民族群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的事实便被揭穿, 拉铁摩尔只得仓促上阵,
拼凑文章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 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当地民众面对的一大生存

威胁恰恰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但是仍然将并非事实的中国 “殖民”
造成的 “同化” 看作与前者并列的另一重大威胁。 他还改变了之前敌视外

蒙古社会革命的态度, 转而对此持正面的看法。② 最后,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

当年, 拉铁摩尔在其发表的关于上述地区局势的时评中, 进一步认为中国的

“扩张主义者”、 日本帝国主义和作恶多端的蒙古族贵族是真正危害当地民

众的三大政治势力。③ 由此看来, 尽管拉铁摩尔在这一时期对日苏双方的褒

贬态度先后经历了明显的反转 (这也构成他后来被美国国内的右翼政客指控

为 “亲苏人士” 的远源), 但 “中国人” 从始至终被他限定在作为 “殖民

者” 的负面群体的位置上。 此类谬论当然根植于其提出的 “次生型帝国主

义” 错误理论, 为此他还对民国时期推行的通过 “五族共和” 理论将边疆

民族定义为中华一分子的做法持非难态度, 妄称这只是带有权宜之计色彩的

虚构 ( convenient temporary fictions) 。④ 而这种不当认知又直接承袭自其在

《中国与外夷》 中坚决将北方少数民族摈弃于 “中国人” 之外的根深蒂固的

偏见, 故对他来说不足为奇。
此外, 我们也应注意到, 拉铁摩尔在 1935 年的 《满洲之地: 冲突的摇

篮》 再版 “序言” 中曾不得不承认, 该书中的部分章节因为没有从道义的

角度去分辨孰对孰错, 所以对一些读者来说, 或许显得冷漠无情 ( These
chapters may seem cold and bloodless to some), 但随即他又以写作该书的目的

只是尝试性地分析东北地区的时局形势及其未来可能的变化轨迹来自圆其

说。 这番话里有话的自陈表白显示出拉氏其实已经觉察到自己的不少表述

确实有些过于偏袒日本侵略者, 以致极有可能招致英语世界中的那些尚存

基本是非观念的读者的不满。 尽管他为自己所做的上述辩护并不有力, 但

这一自陈也无比真实地透露出作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对弱势人群怀有天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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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心的理想主义者, 而是一位更加关注其本国利益实现程度的现实主义者。
显然, 对这时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身陷东北沦陷区

的广大各族同胞来说, 这位拉铁摩尔先生很难称得上是值得他们寄予厚望

的国际友人。
另外, 拉铁摩尔这一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论述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

关注, 那就是他在相关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使东北地区自外于中国的所谓思想

上的 基 础, 即 一 种 始 终 徘 徊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 满 洲 地 区 主 义 ” ( the
regionalism of Manchuria) 。 当然, 在他的用语中, 东北地区被界定为位于长

城之外的一个 “国家”。 他从主观上刻意认定, 东北地区在地理区位上的重

要性大于其在种族和文化上的意义, 以构建一种带有本体论色彩的 “地区主

义”, 将之与东北地区相捆绑。 而这种只存在于其头脑中的 “地区主义”,
在他看来又足以使东北地区对外来性扩张主义 ( expansionism) 和相应政策

进行抵制, 因此他并无根据地断言, 一旦觉察到这种 “地方主义” 系一种

危险性障碍之后, 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就拒绝再像西方人那样选用 “满

洲” (Manchuria) 一词来代指东北地区。① 耐人寻味的是, 近七十年以后,
欧立德专门发表了一篇试图通过空间观念解构东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的长

文, 其标题即作 《鞑靼的界限: 论帝制和民族地理之下的满洲之地》, 虽然

作者自承主要是受到了泰国学者通猜提出的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 “地理身

体” ( geo-body) 理论的影响, 但就其思路赖以形成的渊源来说, 应当仍是

拉铁摩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构建的使东北地区在空间区域上 “去中国化” 的

上述 “满洲地区主义” 观念。② 这恰是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影响 “新清史”
学者的又一具体实例。

　 　 二、 “七七” 事变后拉铁摩尔相关政治立场的调整

和延续

这里需 要 指 出 的 是, 作 为 典 型 现 实 主 义 者 的 拉 铁 摩 尔, 在 目 睹 了

“七七” 事变爆发导致的美国在华利益空前受损, 特别是原先实行多时的

“门户开放” 政策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陷入名存实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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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Owen Lattimore, 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 - 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08 - 310。 原文

发表于 1932 年。
参见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3), 2000, pp. 603 - 646。 该文也将拉铁摩尔的 《满
洲之地: 冲突的摇篮》 列为参考文献之一。



境地后, 又迅速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 正是在传统的西方列强势力渐渐被

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排挤和取代的全新局势刺激下, 拉铁摩尔在 1939 年

完成、 次年正式出版的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 中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

原先的政治观点。 全书大大加强了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伪满政权的谴责

讨伐力度, 并且颇有信心地预测 “中国一定会收复东北” ( China is bound
to recover Manchuria) , 期待随着抗战的胜利和工业技术的引入, 昔日东亚

历史中常见的那种经济形态不同导致的人群与社会之间的敌意也可得到

消除。① 再加上全书采用了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 这样一个看起来不

再将中国与内亚对立起来的标题, 似乎也颇有助于增进中国读者对它的

好感。
然而, 这只能说明作者对其先前一再强调的所谓中国政府在边疆推行的

“次生型帝国主义” 做法的批评有所克制, 绝不意味着他已经从根本上放弃

了其内亚史观的核心观点: 中国和内亚地区互不统属, 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

只是彼此深深地影响对方, 却从未因此而最终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 事

实上, 全书的章节标题大量充斥着中国 - 内亚的二元对立表述。 这即如第九

章标题为 “中国人与外夷的区分”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and Barbarians) ;
第十一章 “华北与华南的中国历史”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History)
第三节标题为 “中国扩张的权重超过了外夷的入侵” ( Chinese Expansion
More Important than Barbarian Invasion), 同章第五节标题为 “中国与外夷之

间的 两 大 冲 突 时 期 ” ( Two Ages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Barbarians) ; 第十二章 “古代中国的王国与帝国” ( Kingdom and Empire in
Ancient China) 第六节标题为 “ (对) 外夷的战事与长城的兴建 (公元前 4
世纪末)” [Barbarian Wars and Wall Building (End of Fourth Century B. C. ) ];
第十五 章 “ 距 离 因 素 的 体 现: 绿 洲 与 长 城 的 各 自 历 史 ” ( The Factor of
Range: Oasis History and Great Wall History) 第一节标题为 “中国人向南方与

内亚边疆扩张之对比”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Expansion to the South and on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同章第七节标题为 “中国人向中亚渗透的开始”
(Beginnings of Chinese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 第十节标题为 “中国人在绿

洲的地位” (The Chinese Position in the Oases)、 第十一节标题为 “中国人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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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149。 拉氏本人完全支持中国收回东北主权的态度之后也见于他作为国

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写给蒋介石的相关备忘录中, 参见 [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 《蒋介石

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吴心伯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26 页。



牧人对绿洲施加的各自影响之对比” (Chinese versus Nomadic Influence in the
Oases); 第十六章 “边缘社会: 征服与迁徙” (Marginal Societies: Conquest and
Migration) 第一节标题为 “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相互融合的失败” (Failure of
Societies of China and of the Steppe to Merge); 全书最后一章相当于结语部分的

末节标题为 “中国与草原始终难以整合” (Persistent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teppe)。① 想必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些章节标题

选取的用语或关键词中发现, 左右此书叙述的一条基本主线仍然是中国与内

亚之间长期以来互不相属、 彼此保持 “独立” 的二元对立性。
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一点是, 之前拉铁摩尔在 《中国与外夷》 中强调

的英语单词 Chinese 的含义不能涵盖内亚边疆地区的各民族 ( the Chinese,
exclusive of Mongols, Tibetans, and so forth) 确实符合英语语境中该词的固定

用法, 即 Chinese 表示人群时其唯一的标准含义只是 “中国人”, 并非像一

些中国读者自行理解的那样———它还兼具 “汉族 (的)” 的义项。 实际上,
在迄今为止我们通常使用的来自国外出版界的牛津、 朗文、 韦氏系列的英汉

词典中, Chinese 词条下收录的与 “汉” 有关的释义均只有 “汉语 (文)”
而无表示人群的 “汉族” 或者 “汉人”。 同样的释义也见于法语的 Chinois
和德语的 Chinesisch。 不仅如此, 在国内翻译界常使用的工具书 《汉英词

典》 中, “汉族” 的标准英译形式也是 the Han nationality,② 而并未使用

Chinese 一词。 与之对应的是, 在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中, 如果要确切表述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境内的汉族或汉人这个概念的话, 他们一般倾向于使

用 Han-Chinese 这样的合成词, 同样并不直接使用 Chinese, 而且这种将中国

人的族属进一步细划为 Han-Chinese 和 Non Han-Chinese 的分类标准在英语学

术界直到 20 世纪中叶以后才渐渐萌芽。③ 因此, 那种以 Chinese 在英语中还

有 “汉族” 义项为根据, 进而替拉铁摩尔辩解开脱, 称其著作中的上述章

节标题以及相应的正文均只是表示 “汉族” 与内亚 “少数民族” 之间的差

异, 并无中国 - 内亚二元对立用意的观点, 恰恰在英语语境中无以成立, 况

且这也全然不符合拉铁摩尔本人在 《中国与外夷》 中对 Chinese 一词的指代

范围做出的明晰界定。 同时, 也正因为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在西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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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p. vii-xiv。
参见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汉英词典》 编写组编: 《汉英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版, 第 266 页。
参见 Thomas S. Mullaney: Critical Han Studies: Introduction and Prolegomenon, in Thomas S.
Mullaney, James Leibold and Stéphane Gros et al. , eds. , Critical Han Studies The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of Chinas Majo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 8。



界是一部影响极大的经典之作, 所以当英文读者群体连篇累牍地读到充斥于

书中的这类中国 - 内亚的二元化表述程式时, 一般说来, 便很容易受其影

响, 并下意识地接受内亚诸多人群自外于 “中国人” (Chinese) 的意识形态

偏见, 继而再以这种阅读体会为基础, 怀疑当下的中国或许还 “占领” 着

大片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土。 可以说, 该书的传播最终妨碍了西方读者将历史

上中国的空间范围全面准确地理解为主要由汉族分布居住的内地与多由少数

民族聚居的内亚边疆之总和 (华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这里暂且不论)。
至于作者在论及写作此书以及未来中国与内亚的关系格局时, 尽管如前

所述, 他对中国与内亚今后或能因为政治局势和经济条件 (工业化) 的双

重改善而消除彼此敌意的前景抱有正面期许的态度, 但是除了认为东北应该

重回中国怀抱, 他对其他内亚边疆地区是否也应该完全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则未再置一词。① 这也说明拉铁摩尔对中国主权的认知与中国人

民对自己祖国主权的认同相比还是有实质性差异的。 对此我们不妨具体以该

书第七章关于 “西藏问题” 的某些表述作为例证试加说明。②

该章最后一节的标题是 “中英双方利益在西藏的当代冲突” (Modern
Conflict of Chinese and British Interests in Tibet) 。 此节首先梳理了民国政府成

立以后统治中国的军阀政客推行 “次生型帝国主义” 压迫边疆地区与民族

的基本情况。 而如果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 那种像军阀政客对边

疆人民加以残酷压榨剥削的大汉族主义行径只能被定义为 “三座大山” 中

反动落后的 “封建主义” 的表现形式, 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 (区别于以 “一化三改造” 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 要去除的对象, 绝

不能与同为 “三座大山” 之一的指代外来列强入侵的 “帝国主义” 相混淆。
正因为拉铁摩尔采用的是中国 - 内亚的二元对立模式, 所以才将民国时期实

行的各类治边措施, 无论正当与否, 都一概定义为暗示中国正在入侵内亚地

区的 “次生型帝国主义”。 而在他的笔下, 内亚边疆的事端皆发源于中国和

其他列强在这些地区的争夺, 相对本地民众而言, 它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外来

势力。 这恰恰重复了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新疆政治局势的观察路径, 正像

新疆是中苏双方彼此竞争制衡的舞台那样, 在民国时期的东北与蒙古,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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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拉铁摩尔在 1962 年出版的前揭自选论文集 (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 - 1958) 中, 仍然将关于东北地区的论文置于自拟的第四个单元性标题 “满洲之地

与中国” (Manchuria and China) 之下, 可见他对使用 “满洲” 一词代替东北始终怀有某

种割舍不断的情结, 尽管在 1962 年时, 这个词语在欧美学界已经因趋于过时而使用率

大大降低, 更不用说将它拿来与 “中国” (China) 相并列使用了。
参见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p. 206 - 237。



的 “新型中国扩张主义” ( the new Chinese expansionism) 遭遇了来自日本与

俄国的双重帝国主义。 至于在西藏, 一种 “主动性的中华帝国主义” ( the
active Chinese imperialism) 正设法将西康和青海等 “内藏” 置于中国的直接

统治之下, 还试图迫使当地的部落民 “变为中国人” ( to become Chinese)。
同时, 在作为 “外藏” 的西藏, 中国人的 “殖民活动” 不断升级并由此与

同样正在谋求扩张的英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这种矛盾曾表现为

英国扶植十三世达赖喇嘛, 而中国则支持九世班禅与之抗衡。 他的此类表述

等于将民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据理力争的正当行为也同样歪曲为 “次生

型帝国主义”, 因此才会堂而皇之地将该书第七章的主题定性为中英两大列

强在西藏的碰撞竞争, 即相对藏区而言, 民国政府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高

于西藏地方当局的中央政府, 而是与大英帝国近似的又一外来列强。
唯在该章的最后, 拉铁摩尔又突然赞扬起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对西

藏问题的处理方式, 认为中国政府渐渐放弃了以前采取的 “次生型帝国主

义” 的做法, 并指出这大致发生在相关宗教领袖圆寂前后。 那么, 我们不禁

要问, 在从 “七七” 事变到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脱稿这段为时甚短的

时间里,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哪些重大变

化, 才促使他做出上述判断呢? 事实上, 他所说的这种做法的改变恰恰反映

了当时国民政府在治藏问题上因为受制于日趋紧张的国际时局, 才不得不暂

时弱化在西藏行使国家主权的尴尬政治现实。 这具体指原先滞留内地多年并

与中央政府一直关系融洽的九世班禅按照预定日程返藏的计划, 因全面抗战

突然爆发而意外流产。 本来九世班禅在国民政府安排的仪仗队伍的护送下返

回其在西藏日喀则的驻跸寺院纯属中国内政, 应在南京方面和西藏地方政教

势力之间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 外国势力完全没有资格插手干预此

事。 然而, 英国方面 (既涉及伦敦的英国外交部, 也与英印殖民总督政府密

切相关) 出于忌惮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必将因此而极大增强的考虑, 以

致不遗余力地强行介入: 一方面, 通过殖民政府唆使支持拉萨噶厦当局中的

亲英分子操纵所谓的 “民众大会”, 以仪仗队系由汉人组成为借口, 拒绝九

世班禅在其护送下安全返藏的合理诉求; 另一方面, 还由其外交部授意驻华

大使直接就此事向中方施压并提出抗议照会。 起初, 南京国民政府从维护国

家主权的正当立场出发, 尚不愿在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轻易让步, 因此一

再强调九世班禅在内地人员安全护送下途经青海返藏的必要性, 但最后由于

“七七” 事变爆发, 中国不得不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以致此时正寄希望于英

美西方势力能够 “雪中送炭” 支援中国抗战的蒋介石不欲得罪英国政府,
故而才不得已暂时中辍了九世班禅按照原计划返藏的安排, 最终导致了九世

班禅在青海玉树溘然辞世。 此事未能圆满解决造成的后果也严重损害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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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涉藏事务上的政治声望。①

要之, 围绕九世班禅返藏事宜的博弈最终以民国政府在国难当头的形势

下被迫让步方告一段落, 直接折射出的却是帝国主义的强横霸道和对我国主

权的肆意凌犯。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九世班禅返藏事宜无果而终的真正罪魁

祸首其实并不是表面上一直在阻挠此事的拉萨噶厦当局, 而是西姆拉会议之

后, 始终图谋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大幅度弱化为虚无缥缈的 “宗主权” 的

英国。 英国方面假借噶厦官员之手玩弄两面手法, 机关算尽, 终于如愿达到

了借阻挠九世班禅返藏之机进而抵制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相应国家主权的罪

恶目的。 令人遗憾的是, 表面上身为 “中国人的朋友” 的拉铁摩尔却将这

种导致中国主权严重受损的让步行为 “拔高” 为民国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

以后主动放弃 “次生型帝国主义” 之举。 这一政治表态实际上已经暴露了

他的思想立场完全偏向英帝国主义一方而非保持中立, 与中国维护本国主权

的正当目标明显背道而驰。 试想, 如果此时的拉铁摩尔真是一位天然同情弱

者的亲华人士, 那么他就应该彻底站在衷心欢迎九世班禅返藏的西藏广大僧

俗民众一边。 否则, 岂不是说拉萨噶厦当局和英国一方才是这场政治博弈中

的 “弱者”?
实际上, 拉铁摩尔对西藏地位的错误认识也见于他的其他论文。 晚至

其在 1953 年发表的一篇全面回顾内亚地区地缘政治变迁的综述性文章中,
他将 20 世纪初期称许为内亚的一个政治上颇为稳定的值得肯定的时代, 其

中的一大原因就是作为内亚地理组成部分的西藏在经历了 1903—1904 年的

英军入侵之后, 中英双方在西藏的政治影响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在他

看来, 该地区最好的政治前途既不是完全 “独立” , 也不是成为中国的一

个不可分割的地方行政区域, 而是始终在大国之间扮演作为缓冲地带的特

殊角色, 与中英之间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这样才既有利于内

亚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 也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 毋庸置疑, 拉铁摩尔设

想的西藏的这种情形是以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侵蚀损害作为前提的, 同时

也与藏族同胞渴望完全回归祖国大家庭, 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根本

意愿相违背, 因此在本质上仍然是列强支配世界的旧秩序下殖民主义世界

观的一种投射。 正因为如此, 他接下来又悲观地断言, 二战结束以后, 随

着印度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 原先地位一直处于 “稳定” 状态的西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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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鹏年: 《浅析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及其原因》, 《中国藏学》 1992 年第 1 期, 第 23 ~
38 页; [美] 梅·戈尔斯坦: 《喇嘛王国的覆灭》, 杜永彬译, 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66 ~ 301 页。 有关此事的基本档案材料,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合编: 《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成为夹在中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高度敏感区域, 这使后续事态的发展颇

不明朗。① 更有甚者, 晚至 1957 年, 他发表的文章在列举缺乏独立出海口

的内亚国家 ( the inner Asian countries) 时, 仍然极具误导性地将此时早已通

过签订 《十七条协议》 正式完全回归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西藏 ( Tibet) 列

入其中。②

在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出版后, 拉铁摩尔曾利用一次访问苏联后

返程的机会, 于 1944 年在乌兰巴托短暂逗留过, 对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表

示出欣赏的态度。 随后, 当外蒙古在 1945 年雅尔塔协议后利用民族自决组

织的民众投票正式实现独立, 成为蒙古国后, 他更是对此深感兴奋, 并屡

屡在西方报刊上赞扬蒙古国的政治现状。③ 不仅如此, 他还在 1950 年完成

的关于新疆政治局势分析的专著中预判该地区未来理想的发展方向是在政

治上倾向于苏蒙两国而非中国。④ 可以说, 终其一生来看, 拉铁摩尔绝不

宜被简单轻率地评价为一位从天性上同情弱者, 因而对当时遭受帝国主义

侵略的中国始终予以同情的亲华人士。 毋宁说, 早年供职于商业贸易公司

的经历致使他对时局的观察主要从维护美国在远东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
正如在日本全面侵华进而从根本上威胁到美国在华的利益以前, 他曾经发

表文章微妙地从学术上回应和支持了 “史汀生主义” , 即在日本侵略东北

地区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没有必要过于谴责侵略者而断绝与伪满的经贸往来。
在他看来, 东北地区本身就属于中、 日、 俄 (苏联) 几大外来列强彼此周

旋争夺的区域, 很难说中国一方相较日本而言就占据显著的道德制高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后来由于东亚现实政治利益的剧烈变化, 东北地区反

倒成了他以后的主张中传统内亚四大边疆地理单元里唯一应该成为现代中

国领土组成部分的区域, 尽管在 《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 中他仍然断言,
从历史上看整个东北地区仅有其南部 (大体相当于今辽宁省) 才算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⑤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则是, 他对新疆局势做出的如上 “亲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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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 Owen Lattimore, 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 - 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68 - 171。
参见 Owen Lattimore, 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 - 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495。
参见 [俄] 马·伊·戈尔曼: 《西方的蒙古学研究: 二十世纪 50 年代—90 年代中期》,
陈弘法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42 ~ 43 页。
参见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p. 221。
参见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103。



预测恰恰使他极易在不久以后即陷入其本国极端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者的攻击

中, 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整体上就其内亚史观而论, 拉铁摩尔堪称当时美国最早系统提出内亚

边疆地区并非中国固有领土理论的学者, 以致在这一点上, 较晚才兴起的

“新清史” 学派的学者表达的类似观点大多可以上溯到他的论述中, 因而

在 “现代中国帝国论” 命题的提出上完全失去了所谓的观点 “原创性 ” ,
尽管他们一般并不公开承认自己的此类观点与拉铁摩尔的关联。 而无论今

天我们对拉铁摩尔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发表的体现其上述主张的论著做

出何种评价, 频繁出现在这些文字中的 “次生型帝国主义” 理论都应当是

“新清史” 学者相关观点的一个重要的直接来源。 因此, 如果仅仅将 “现

代中国帝国论” 评价为 “新清史” 学派的独立创造, 那无疑大大模糊了我

们对事实的认知, 相反唯有将拉铁摩尔定性为相关论说的始作俑者才更符

合历史事实。

　 　 三、 拉铁摩尔对 “新清史” 学派之外的西方学者的

不良影响

最后, 不妨稍作补充的是, 受拉铁摩尔上述理论影响的当代美国学者绝

不局限于 “新清史” 学人,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学者, 像以研究思想史和文

化史见长的艾尔曼同样宣称清帝国 (Qing Empire) 与 “中国” ( China) 在

疆域上并不重合, 尤其是满洲人兴起的东北地区就是一个自外于 “中国”
的区域等观点, 即带有明显的前述拉铁摩尔学说的影子。① 当然, 相比艾尔

曼, 因主编多卷本 《哈佛中国史》 而在我国出版界名声大噪的加拿大学者

卜正民则将拉铁摩尔的错误政治观点推向极致, 以下试析之。
从表面上看, 卜正民是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出版译著数量最多的海外汉学

家, 似乎不应该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主权指手画脚, 但事实与人们的这种善良

愿望完全相反。 卜正民先是在 2016 年发表了 《大国》 一文, 以从历史和现

实的纬度罗织中国的所谓 “帝国” 特性,② 而在歪曲史实借以虚构清朝与中

国的非重合性及其 “殖民扩张性” 时, 他也完全追随 “新清史” 学者的论

点。 更值得注意的则是, 对清朝统治结束之后的中国应当如何定位, 作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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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Benjamin A. Elman, Ming-Qing Border Defence, the Inward Turn of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Qing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iana Lary, ed. ,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p. 49。
参见 Timothy Brook, Great Stat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5 (4), 2016, pp. 957 - 972。



承对拉铁摩尔首先提出的民国政府在中国界限之外的内亚边疆地区进行扩张

的 “次生型帝国主义” 极有共鸣, 并进一步把民国和新中国定义成 “下游

型帝国政治体” ( downstream imperial polities) , 理由是它们均试图继承旧帝

国遗留下的庞大政治遗产, 同时却又竭力回避这些遗产中的相当一部分地区

系当初作为 “大国” 的清朝对外 “殖民扩张” 的收获物, 故往往处在传统

中原王朝控制的空间区域之外。 由于其中又以新中国今天拥有的广袤国土和继

承这种 “殖民遗产” 的关联最深, 故而自然只会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包袱与

负担。 与之相反, 如果新中国只是继承明朝遗留的政治遗产, 那么今天就不会

面临因试图 “统治” 新疆、 西藏等清朝 “殖民地” 而不得不遭遇的麻烦。 正

是在此文发表两年以后, 卜正民又和专门煽动 “西藏独立” 并竭力在法律上

为之狡辩的荷兰人范普拉赫合编了一部论文集 (二者分别署名第一、 第二主

编), 其中由范普拉赫负责在 “西藏问题” 上攻讦中国的国家主权, 卜正民则

在南沙群岛等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指责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① 而在卜

正民为这部书撰写的相当于导言的部分中, 他对清朝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了类

似于 “新清史” 学者而有别于费正清等传统美国学者的判断。② 与 “新清

史” 学者坚持的 “同君联合体” 理论一样, 卜正民将清朝 ( the Qing state,
英语直译为 “清国”) 定性为由三个彼此不同的中心共同组成的一个帝国,
或可将之概括为 “复数中心政治体”, 具体对应于中国、 蒙古、 藏传佛教世

界三大中心 ( three centers as Chinese, Mongol, and Tibetan Buddhist) 及其各

自拥有的权力观和 “世界秩序”, 其中蒙古中心承载的是 13 世纪成吉思汗建

立的汗国的统治合法性, 藏传佛教世界中心则涵盖蒙藏地区信仰佛教的群

体。 因此, 他批评费正清将清朝等同于中国的认知完全忽略了前者的 “内亚

面相” 及其对应的 “世界秩序”。
显然, 这种类似于 “新清史” 的清朝国家观万变不离其宗, 最终在知

识谱系上仍然根源自拉铁摩尔最早提出的清朝系联盟制帝国, 并统治包括

“中国” 在内的五大区域的 “满洲王朝” 理论, 仅在具体组成单元上略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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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Timothy Brook, Michael van Walt van Praag and Miek Boltjes, eds. , Sacred Mandates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Chinggis Kh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 183 - 188。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卜正民出版过以明末南海航海图为研究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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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注释———无论是一手文献还是二手成果, 都未曾征引。 可见, 卜正民陈述的观点完

全没有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
参见 Timothy Brook, Michael van Walt van Praag and Miek Boltjes, eds. , Sacred Mandates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Chinggis Kh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 6 - 9, 17 - 19。



少而已。 不仅如此, 正像拉铁摩尔批评鸦片战争后与清朝打交道的西方列强

均将前者 “窄化” 为 “中国” 一样, 卜正民也有类似的抱怨, 即西方人长

期以来只意识到清帝国 (Qing imperial empire) 具有的 “中国” 那一面, 而

不了解其统治下对应的其他规则。 除此之外, 正像拉铁摩尔不断提醒西方世

界要注意中国人在本质上属于 “扩张型民族” 一样, 卜正民在此书的最后

部分也一再提高调门, 声称当下的中国正在致力于将霸权投射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更是被他歪曲为带有强烈支配他

国意图的 “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① 当然, 两人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 而且

各自的生活阅历及学术背景也相差甚远, 所以如果要分析二者的区别的话, 不

难看出: 拉铁摩尔更倾向于从地理区域着眼, 将清朝的领土拆分为几个不同而

又各自平行的区位单元, 学风尚显得 “质朴” 一些; 而卜正民则惯于选择时

髦的西方学术术语, 尤其是 “中心” “规则” “秩序” 等新兴的社会科学关键

词, 并将它们连篇累牍地组装进自己擅长的英语写作中, 从而以看似新颖的叙

事形式, 将一种带有猎奇感的阅读体验传递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所知有限的外

国读者, 故在文风上刻意趋于花哨和雕饰。 至于两人在行文上明显的共通之

处, 则是他们关于清朝非中国论的表述均未列出任何注释或参考文献以作为其

观点的依据。 这与史学专著和论文注重征引学术规范的通常写法大异其趣。
然而, 作为历史学者, 卜正民和一些 “新清史” 学者口口声声宣称民

国以来的中国政府继承的是清帝国的遗产, 实际上只是为了刻意回避一个令

这些反华的西方人士尴尬万分的事实。 那就是在从清朝到民国的政体转型过

程中, 当时常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共同与列强集体 “信任” 的民国首任总统

袁世凯缔结协定, 即民国政府完全认可此前清朝与各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

约继续有效, 同时作为对袁氏政府的 “安抚” 和支持, 公使团才愿意承认

《清帝退位诏书》 中的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清朝领土皆转由中华民国继承。
当然, 列强对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采取的是典型的两面手法, 即虽然表面上

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 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玩弄那种使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伎

俩, 企图将中国政府在部分边疆地区的主权虚化为名存实无的 “宗主权”,
具体反映在英国对西藏事务和沙俄对外蒙古事务的蛮横干预及其对中国主权

的极力打压上, 最终使中国政府在这些地区只是理论上享有主权, 事实上却

缺乏有效的治权 (行政管辖权)。 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一

个突出写照。 总之, 在传统帝制时代终结以后, 西方列强恰恰是出于扶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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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的袁世凯一派上台执政以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需要, 才不惜在表面

上承认由北洋系把持的中国政府 “继承” 清朝遗留下的包括边疆地区在内

的政治遗产。 所以, 卜正民等人既然对现代中国的领土包括内亚边疆地区感

到不悦, 那么他们理当首先反思, 为何当时那些西方列强乐于在国际条约体

系中承认中国对边疆领土的主权呢?
现实中的卜正民当然不会做历史纬度上的反思, 相反却在最近出版的著

作中变本加厉地攻讦中国的主权。 按照他编造的实际上根源于拉铁摩尔观点

的 “大国” 理论, 历史上中国仅仅是在元朝和清朝时期才成功转型为一个

既统治 “中国”, 又统治广大内亚地区的 “大国” 型政治体, 而民国和新中

国又在清朝统治结束后试图回归这种偏离 “中国” 固有政治特性的 “大国”
政治体, 尤其表现在当下的中国政府极力采取对内和对外 “双重帝国主义”
模式试图维系其统治。 这些充斥意识形态新冷战色彩的污蔑之词尽见于该书

的最后一部分 “尾声” (Epilogue) 中。① 就我国的对外关系而论, 卜正民捏

造论据, 妄称中国对外实行 “新帝国主义政策”, 使不少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深陷于刻意制造的债务陷阱中, 并通过经济诱惑手段从相关国家那里取得海

外军事基地。 事实上, 中国从不在他国谋求用于全球武力扩张的军事基地,
还在 2020 年正式宣布向 77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 所以卜氏的

上述说法纯属诽谤。 而在对内方面, 这位加拿大学者为了给中国罗织所谓

“帝国主义” 的罪名, 竟然滑落到了任意编造证词的荒诞地步, 彻底丧失了

最基本的学术道德。 即如他诈称有一名从事 “疆独” 活动的分裂分子被从

中亚国家引渡回国后, 居然被中国的法院判处了 50 年有期徒刑, 而毫不顾

及即使在数罪并罚的特殊情况下, 国内有期徒刑适用的最高刑期也仅有 25
年。 像这类错得离谱的叙述在该部分中处处皆是, 想来只要中国没有走向分

裂, 卜正民先生就会继续像上面那样不停地制造各种骇人听闻的假新闻来哗

众取宠, 借以配合西方反动政客大肆炒作 “中国威胁论”。
综上所述, 拉铁摩尔固守的我国北部及西部的广袤边疆地区在民国之前

从不属于中国领土的错误政治观点深深地内嵌于其倡导的内亚史观中, 并与

他在这一史观中建构的中国 - 内亚二分法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 其实, 最能

够反映他的上述史观的思想出发点, 恰是他在 1933 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的

导语中提出的: “内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既不能与中国相分开, 但同时又总

有其独特性。”② 这种观念经过人为放大之后, 又与其总是从地理单元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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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Timothy Brook, 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9。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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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内亚的许多地区从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切割出去的认知倾向相结合, 最终

促使他拒不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始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并将历史上与现实

中的 “中国人” 的范围皆缩小窄化为名义上的汉族。 以上两点恰是其史观

中最为刺目的糟粕。
此外, 正如拉铁摩尔自述的那样, 他主要是通过魏特夫著述的中介才接

触到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一些内容。① 然而, 魏氏本人最显著的特征又是流

质善变、 敏于投机, 因此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始终以带有功利色彩的

实用主义作为基本立足点。 这样一来, 拉铁摩尔从其著作中以及在与他的个

人交流中所能获取的那些学术养分, 其实只是若干庸俗唯物主义的渣滓而

已。 因此, 在拉铁摩尔的著述中, 完全摈弃了合理的阶级分析方法与视角,
将造成边疆人民苦难的源泉武断片面地归因于 “中国殖民者” 的所作所为,
并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 “天生扩张性” 来自圆其说。 不能不说,
他编织的这套话语体系在学术上极其主观荒谬, 而在政治上更是不时陷入反

动, 后一点可从矢野仁一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卫道士在日本入侵我国东北地

区后对其观点不遗余力地介绍吹捧中看得一清二楚。
可惜迄今为止, 用英文写就的以整个中国北部边疆作为主题的通史性内

亚学术著述实在是寥寥无几, 因此存在上述严重缺陷的拉铁摩尔的著作在英

语读者群中一直影响颇大, 故今天活跃在北美学界的 “新清史” 学者群体

和以卜正民为代表的其他一些学人深受这种史观的误导即不足为奇。 问题是

他们还在冷战结束后的全新政治背景下, 恶意将拉铁摩尔学说中带有明显政

治色彩的那类偏见和谬论加以发挥放大, 甚至形诸文字来公然干涉指斥中国

内政, 这比当初尚对学术有一定追求的拉铁摩尔在错误的道路上还要走得更

远。 其结果恰似病人体内的有缺陷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自我复制, 终

至使人病入膏肓。 有鉴于前述以拒绝承认我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为核心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及其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 我们对这种深

深影响了北美中国史研究的 “拉铁摩尔基因” 自有详加剖析驳正之必要,
而非设法回避。 至于在现实层面, 正像拉铁摩尔曾经做出的新疆将会脱离中

国的断言后来遭到无情证伪那样, 如今上述西方学者酝酿策划的类似臆想和

行动最终也必将落得同样的破产下场。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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